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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时期。“十五五”时期，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机遇主

要表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创新提供了机会窗口，以及世界经

济格局的深入调整客观上为中国扩大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贸易提供了广泛机遇。同时，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外部

挑战主要表现为美欧对中国产业打压的精准性显著提升，美国针对中国创新网络的打压呈现日益联盟化的趋势，

以及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国际创新生态面临严峻挑战。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国内环境主要表现为科技资源配置方

面的 R&D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日趋增长；创新型企业异军突起，企业创新生态日趋完善；

数字创新日趋多元，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十五五”时期，中国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创新资源配置依然存在

错配、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掣肘效应明显等问题。因此，要实现企业技

术创新的主要目标，应着重在扭转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导向、夯实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人才基础、优化企业主

导的技术创新生态和培育关键性创新主体等方面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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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的关键支撑［1］。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根据中国政府网数据，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由 2020年的 24 393. 1亿元

增长至 2023年的 33 357. 1亿元，年均增长约 10. 9%，明显高于 7% 的年均增长目标。从 R&D经

费投入强度来看，2021—2023 年，中国 R&D 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 2. 43%、2. 56% 和 2. 65%，

R&D经费投入强度与OECD国家的整体差距逐步缩小，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一定程度上，

R&D经费投入强度的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创新活力有效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有力

保障。特别是，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看，“十四五”时期，中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升，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由 2020年的 6. 01%提高至 2023年的 6. 77%，为夯实企业技

· 经济观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收稿日期：2025-03-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目标、主攻方向与对策研究”（23ZDA062）；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撑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创新模式与创新政策研究”（24AGL018）；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科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DF2023YS25）

作者简介：阳 镇（1994‒），男，湖南隆回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yangzhen9410@163. com

3



2025年第7期（总第500期）

术创新的“理论基座”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支持。另外，“十四五”时期，中国科技创新成果

丰硕，重大原创性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科研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

《工程索引》《科技会议录索引》）收录的数量均位居世界前列，部分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实现从

“追赶”转变为“跟跑”甚至“领跑”。特别是，中国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空间科

学等领域与传统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逐步缩小，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深海探测和深地探测等

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关键的是，“十四五”时期，中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巩固与强

化，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提高，在全球研发投入 2500强中，总部位于中国的企业数量已

经跃居世界前列，并涌现出一大批高增长、重创新的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成为推动中国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科技创新主体。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

“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面对“十五五”时

期科技创新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要求，科学研判“十五五”时期中国

科技创新环境的整体变化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清晰定位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全新方位，找准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和发力点，进而系统谋划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学术界认识到“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问题的重要性，围绕“十五五”

时期的环境研判、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导向、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产业支撑与关键着力

点进行了研究，具体包括“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脱钩断链”风险加大、

产业新旧动能转化空间不足与根基不稳等现实挑战［2-4］，科技创新战略导向转向基于“底线开放

思维+全面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全新创新引领战略［5］、从战略支撑和结构布局两个方面强化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6］、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重点重塑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座［7］等。

也有部分研究跳出科技创新的理论框架，转向整体改革视角，如曾铮和刘方［8］认为，“十五五”

时期，应通过重大改革举措和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激

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不难看出，围绕“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的相关研究总体上聚焦于宏观层面，一定程度上忽

视了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重要作用，鲜有研究清晰回答“十五五”时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目标

思路与关键路径。本文认为，“十五五”时期，系统谋划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全新战略基点与战

略路径，中国需要重点立足企业这一关键主体，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主线，科学研判“十五五”时

期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机遇、外部挑战和国内环境，进而解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掣肘

与堵点障碍，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目标，最终提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着力方向。

二、“十五五”时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研判

（一）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机遇

“十五五”时期，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机遇主要表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企业在数字经

济领域实现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创新提供了机会窗口，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入调整客观上为中

国扩大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贸易提供了广泛机遇。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

替演进，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数字智能技术为通用性主导技术，全球生产网络实现了数字化和

智能化，客观上推动了全球产业互联和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相比于前三次工业革命，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策源国和主导国逐步从老牌工业发达国家转向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新

一轮科技革命需要依赖强大的产业基础实现产业数字化和场景数字化，这为制造业基础较好的工

业大国提供了全新的机会窗口。相应地，在技术迭代和技术体系整体性应用创新等方面，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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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客观上为中国新兴产业中的创新型企业后发赶超和“换道超车”奠定

了基础［9-10］。具体来看，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引领新一

轮工业革命的纵深演化，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底层技术和先导产业大规模产业化提供了机

会窗口，以及为数字智能技术驱动的成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增长空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

个方面。

其一，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底层技术和先导产业大规模产业化的机会窗口来看，以人

工智能大模型、强化学习、深度学习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驱动的

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根据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

技产业发展报告（2024）》，截至2023年6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 400家，人工智能核

心产业规模达到 5 000亿元。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智能

网联汽车、智慧农业和AI for Science等 20个细分领域。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先导产

业加速形成。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与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共同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年度报告（2023—2024）》，2023年，中国人

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5 784亿元，增速为 13. 9%，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制造、智能交通和智

能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生产力，为加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产业转

型升级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其二，从数字智能技术驱动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增长空间来看，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具备

后发优势，这为各类产业创新主体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新型网络基础设施。中国还拥有全球

领先且完善的交通、电力、通信等传统基础设施。中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这进一步为数字经

济深度赋能实体经济、走向大规模产业化创造了条件。从工业体系的产业门类来看，截至 2023
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约为 30%，制造业规模连续 14年位居世界首位，且中国工

业门类齐全，拥有 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制

造大国，具备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具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备的工业体系及其产业门

类，这进一步为各类产业创新主体和市场经营主体创造了大规模产业化的市场机会，使其能够在

完备的产业门类中寻求丰富的数字应用场景。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

展研究报告（2024年）》，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3. 9万亿元，数字经济占 GDP的比

重为 42. 8%，而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高达 81. 3%。在数字智能技术赋能作用下，传统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加速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型，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长度和

价值链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塑，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奠定了技术基础，

也进一步为企业在数实融合的背景下开展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创新场景［11］。
其三，从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来看，“十五五”时期，美欧对中国高技术领域产业打

压和技术封锁的进程可能加快，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主导格局正从美欧主导的技术创新

合作网络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技术创新合作网络。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发达经济

体增速放缓的局面不会得到根本性扭转，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的大趋势不可

逆转。预计到 2035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

的影响力将日益上升。“全球南方”国家的加速崛起和技术赶超的现实需求决定了需要构建更为

紧密的全球技术贸易和国际技术合作网络关系。相应地，中国开展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主要合作

伙伴国逐步转向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太国家。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中国

成为全球重要的生产组织中心的系统性优势更为凸显，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也逐步从中低端加工

制造基地转向中高端制造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方，面向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优势进一

步强化，这有助于中国企业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形成局部优势和非对称优势，加速中国企业建

立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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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外部挑战

“十五五”时期，中国科技和产业领域持续面临美欧等发达国家打压遏制的基本态势可能进

一步加剧。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会进一步延续“美国优先”的科技战略布局和“小院

高墙”的系列政策部署，美欧会继续对中国科技领域和重要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进行打压，其造

成的风险挑战将更加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美欧对中国产业打压的精准性显著提升。美欧聚焦极具追赶潜力和广阔市场应用前景

的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对其进行精准化打压和技

术封锁。“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将从前期技术积累

和示范应用阶段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国家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竞争更加白热化，这种

“竞争加剧效应”会使得美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进一步加大、手段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美国

政府可能进一步延续此前的“实体清单”方式，将打压策略从传统聚焦产业链的形成环节转向面

向企业创新主体的“精准式打压”，并通过“技术实体清单”方式确定关键核心技术的打压清

单。2021年，美国颁布《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其进一步明确“关键核心技术清单”，

试图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领先中国“两代”，并首次确定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通信技术和先进

材料等 10大关键技术重点领域，试图瞄准中国的“卡脖子”技术和产品实施技术封锁，阻碍中

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其二，美国针对中国创新网络的打压呈现日益联盟化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持续

构建对中国科技打压的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和联盟体系，这些政策的效果将在“十五五”时期集

中显现，由此产生的“政策累积效应”“政策协调效应”会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更严重的冲击。

特别是，美国以“共同价值”“民主价值”等意识形态为由采取“联盟策略”，极力打压中国参与

国际科技合作，“十五五”时期，其打压力度可能进一步加大，并从单边施压转向多边围堵。例

如，拜登政府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半导体材料、电子设计

自动化（EDA）软件工具和人工智能芯片等实施严格出口管制，并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构建

“印太经济框架”，造成全球供应链体系紊乱，加剧全球产业链与创新链网络的碎片化风险。与此

同时，美国长期利用“瓦森纳安排机制”，在诸多先进技术领域主导全球 42个成员国实施出口管

制和关键核心技术保护，极力阻碍成员国对中国的关键核心技术出口，积极推进“印太战略”，

扩大与欧日韩盟友的多方面合作，推动盟友联合针对中国国际科技合作设置壁垒。

其三，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国际创新生态面临严峻挑战。“十五五”时期，中国高水平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培养及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研发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打造能力的科

技领军企业，而美国政府可能延续对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实施重点打压策略，持续冲击中国科技领

军企业的研发创新网络和打乱国际市场布局。美国通过关税战、贸易战和科技制裁等方式进一步

破坏支撑中国科技领军企业营造国际创新生态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客观上加大了中国科技领军

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构建国际开放创新生态的难度。2018年以来，美国利用原产地规则和

关税壁垒加快打造“去中国化”的“美系”供应链网络，突出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份额由

2017年的 21. 6%下降至 2024年上半年的 13. 3%，已经逼近 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的

水平（12. 1%）。与此同时，美国对“近岸”“友岸”地区的供应链依赖度正在持续提升。例如，

2023年，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口来源国。

（三）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国内环境

“十四五”时期，中国高度重视面向微观企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十五五”时期企业

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供了较好的制度环境和较多的要素资源，企业技

术创新整体上进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和“爬坡过坎”阶段。“十五五”时期，中国企业技术创

新面临三大基础性的内部环境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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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面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日趋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面的R&D
经费投入保持稳定增长。中国 R&D 经费从 2012 年的 10 298. 4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33 357. 1 亿

元，R&D 经费投入强度从 2012年的 1. 91% 提高至 2023年的 2. 65%。其中，各类企业 R&D 经费

在 2023年高达 25 922. 2亿元，占全社会R&D经费的 77%以上。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方面，2023
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 2 259. 1亿元，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 6. 77%，占比持续提

高。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从 2012
年的世界第 34位上升至 2024年的第 11位，表明中国已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十五五”时期，

中国面向微观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将进一步强化，尤其是面向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的经费投入力度将会持续加大。

其二，创新型企业异军突起，企业创新生态日趋完善。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全球

独角兽榜》，在 2024年全球十大独角兽企业中，中国的字节跳动、蚂蚁集团和微众银行共 3家企

业上榜，均属于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产业领域。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和半导体等行业的独角兽企业培育进程不断加快。2024 年 12 月 18 日，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2024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华为是首家进入全球前十的中国科技领军民营企业，其

R&D经费规模在中国入榜企业中居于首位。在强研发驱动下，华为逐步突破西方国家技术封锁

和技术制裁，并逐步实现了从模仿学习、二次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跃迁。

其三，数字创新日趋多元，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替

演进的现实趋势，“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总体规模多年稳居世

界第二，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从纵向来看，2012—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

规模实现了近 5倍的增长奇迹，由 11万亿元增长至 50. 2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由 21. 6% 提高至 41. 5%。总体上，中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大国和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国家。数

字经济高速发展客观上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和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广

泛机遇。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五名经济学者联合发布的《中国上市

公司数字化转型报告 2024》，中国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深入，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持

续攀升。从 2006年开始，上市公司中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数量、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占比持续

上升。2023年，上市公司中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数量上升至 4 722家，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占比

上升至91%，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均使用了数字技术。特别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与非国

有企业的差距不断缩小。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赋能强度明显提升，这进一步为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知识基础

和技术条件。

三、“十五五”时期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创新资源配置依然存在错配

在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面，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创新资源错配现象。

其一，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形成了“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研发投入资源配置格

局，基础研究面临投入“短板效应”［12］。基础研究决定了一国科技创新的原始创新能力。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进程中的基础研究水平不断提升，但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大量经费

的支持。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能力，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虽保持高速增长，但

依然面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不足的现实局面。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长 10%以

上，但相对于科技创新发达国家，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仍存在明显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2023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 6. 77%，已连续 5年保持在 6%以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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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 R&D 经费的比重普遍维持在 15%—25%，可见，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处于低位。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中国创新型企业开展前沿技术开发与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

其二，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存在“主体错配”。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格局面向主体层面形成

了“企业主导、政府和科研机构协同”的模式，但在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面依然

面临制约，具体表现为民营企业科技资源要素配置程度不高，面向企业层面的研发资源配置集中

于试验开发经费和应用研究经费，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配置强度较低。民营企业由于创新基础相

对薄弱，创新资源的获取和配置体系均面临制约。“十四五”时期，中国R&D经费突破 3万亿元

大关；2023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 65%。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特别

是OECD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整体上中国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强度不断提高，企业R&D经费投

入占全社会 R&D 经费的 77. 7%，企业成为科技资源配置主体。从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来看，

2024年，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全国研发投

入前 1 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为 1. 39万亿元，占全社会R&D经费的 41. 88%，但存在行

业过度集中、研发人员占比过低、单个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世界一流企业差距较大等现实问题。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全球研发投资最多的 2 000家企业

中，欧盟企业 322家、美国企业 681家、中国企业 524家、日本企业 185家。在全球前 10强入榜

的企业中，中国仅华为一家民营企业上榜，位列全球第 6，而美国则有谷歌、Meta、苹果、微软

等 6家企业。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民营企业基础研究的人才基础十分薄弱，总

体上不具备从事前沿技术和未来技术需要的基础研究资源配置能力，在前沿技术突破和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方面存在巨大障碍。

（二）中观创新生态系统：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依然薄弱

创新生态系统是跳出单一微观企业创新的中观概念，其强调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技术体系

与整个创新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面向主体层、政策层、要素层和技术层等多层次的创新生

态系统。

其一，从创新生态系统的形式来看，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产业层面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存在

于特定产业生态中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随着中国“走出去”“引进来”的步伐不断加快，整个

产业体系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在创新过程中，企业主要是通过整合全球或跨区域

的生产要素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外向型的开放创新生态体系。长期以来，中

国企业在深度“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市场“走出去”和产品“走出去”等模式，立

足创新“走出去”的企业“出海”模式严重匮乏，限制了中国企业在全球有效牵引、配置高端创

新要素的能力，一定程度上难以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具体来看，不管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中国整体上缺乏科技领军企业，企业研发创新强度不高，如在历年欧

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榜单中，生物医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汽车零

部件等行业中的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远远低于美国。

其二，从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构建来看，仅部分民营企业具备构建全球创新生态的能

力，如华为、字节跳动等通过深度国际化战略布局建立强大的海外创新网络和研发中心。创新型

人才配置能力不足进一步降低了科技领军企业牵引全球创新生态的基础能力，具体表现为中国研

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等高层次人才的就业范围集中于高校、科研机构和部分国有企业，而对科技

领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就业意向严重偏低。长期以来，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偏向于研究

型人才培养，科研培养方向与企业实际应用存在较大程度脱节，论文研究与产业技术研究的“两

张皮”现象十分突出，这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支撑科技领军企业构建全球创新生态所需要的人才要

素配置。在创新生态内的要素融通方面，中国部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缺乏有效的合作平台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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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同类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难以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科研机构进行

资源要素的有效共享。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创新政策的制定和支持措施方面，产业创新政策的

强选择性导向突出。特别是产业创新政策的规模导向常常倾向于大型企业，如研发补贴等政策基

于企业规模，而针对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小微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的“稳定生存型”“能力升级

型”创新政策供给严重不足。在数字经济领域，大型数字平台型企业主导的数字创新生态分割现

象较为突出，产生用户垄断、跨平台转换成本过高、平台市场分割和平台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

题，整体上尚未形成大企业牵引、中小企业共生共益发展的全球创新生态。

（三）微观企业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掣肘效应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在许多前沿

科技领域，一大批具有积极探索精神的科学家和产业工人在未知领域深耕，先后在芯片、国产大

飞机、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和基因组学等领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技术突破，企业创新规

模、创新活动类型、创新企业家数量等大幅度增长。这不仅关乎中国的科技进步，也关乎全人类

对未来的憧憬。但是，中国企业突破性创新能力薄弱问题依旧突出，主要表现为重大原始创新成

果产出严重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创新型领军人才严重匮乏。

其一，企业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供给能力不足，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产出严重偏低。长期以

来，企业习惯于开展应用导向的集成创新和改进型创新，对知识复杂度较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衔接紧密、原始创新能力要求更高的关键核心技术缺乏足够战略耐心。“市场换技术”的技术

创新路径依赖导致中国大部分企业陷入技术创新“拿来主义”的怪圈之中，中国在集成电路、操

作系统、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和科研仪器等重大领域存在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不足的问题。在技术断供、贸易制裁等不利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出现整个产业和核心企业面临关

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这在整体上制约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在具备相对竞争优势的

数字经济领域，大量数字企业依然习惯于场景应用和市场开发，对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和根技术创

新的重视程度不足。在与美国等人工智能强国竞争的过程中，中国缺少遏制竞争对手的核心技

术，难以对竞争对手实施对等制裁。

其二，中国主要创新主体（如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由于科技

人才职称评价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才“帽子”评价考核指标单一等问题，大量科研经费投入产出

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部分领域陷入“只投入—不产出”“有产出—不转化”的怪圈

之中。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2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

业转化率约为 36. 7%；国内大、中型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 50. 9%、55. 4%；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为 56. 1% 和 65. 3%，分别比中国企业

平均水平高 8个百分点和 17. 2个百分点；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 3. 9%。总体来看，中国高

校和企业发明专利产业转化率总体偏低。此外，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发明专利是为了评奖和获得

政府补贴而申请的，这些专利的技术含量和产业化应用程度较低，对产业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突破难以有较大的支撑作用。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

仅限制了中国企业构建和牵引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的能力，还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较大

隐患［13-14］。
其三，支撑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创新型领军人才严重匮乏。创新型领军人才是在高端科

技中的不同创新链环节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人才，是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根技术和前

沿技术的基础源泉和生产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频频封锁围堵中国创新型领军人才参

与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试图切断中国利用全球科技、教育网络培育创新型领军人才的通道。一

方面，美国阻挠海外顶尖科学家回国，破坏中国人才链的外循环，以“实体清单”方式遏制中国

人才链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借助签证制度变革，吸引顶尖人才持续流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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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五”时期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目标

（一）创新资源配置目标

在创新资源配置方面，“十五五”时期，应着重优化面向原始创新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体制

机制，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机制和“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四

链融合新机制。一方面，发挥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委员会对科技创新资

源统筹配置的协调功能，形成基于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统筹性配置。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科技领

军企业培育工作，推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面向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导向由

“高校主导、高校牵头”转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导、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并提升企业在“揭

榜挂帅”等常态化科技项目攻关机制中的参与深度。

（二）创新能力提升目标

在创新能力提升方面，“十五五”时期，应着重聚焦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分类引导和梯度培

育，形成面向完整工业体系的“梯度化产业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建立面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前沿科学问题和技术创新需求的常态化项目征集和攻关机制，提升科技领

军企业在前沿技术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技术研究等资源配置领域中的话语

权和参与权，充分发挥工业领域科技领军企业的需求牵引作用。与此同时，应着重鼓励企业形成

多样化的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探索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颠覆式技术创新赛道，形成面向工业

企业的“差异化原始创新赛道”。积极引导大企业“裂变式”技术创新，持续鼓励中小企业颠覆

式技术创新，强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多渠道设立中小企业颠覆式技术创新基金。常态化支

持中小企业形成以颠覆式技术创新为技术赛道的原始创新能力，并着力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生态建设，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此同

时，进一步强化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在参与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过程中的政策咨询和决策参与功

能，提升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政策精准性和专业性，进而夯实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的知识生

态。以德国为例，德国的行业协会在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落实德国政府推

行的“从创意到市场成功”的全周期政策，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基于科学系统思

维，分阶段开展创新型企业培育工作。当项目的技术成熟度（TRL）达到 4—6阶段时，该协会

专注于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具有实际应用潜力的技术原型；当 TRL达到 7—9阶段时，即市场

化与产品落地阶段，该协会通过与衍生公司合作，完成技术从验证到产品化的“最后一公里”，

为初创企业提供实验室、测试设备、技术支持、商业资源和网络对接。为提高初创企业进入市场

后的成功率和竞争力，该协会还为其提供共享知识产权、定制化知识产权等专利转移服务和融资

支持。

（三）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平台建设目标

在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十五五”时期，应着重夯实企业创新要素基础，建

设具有高端要素牵引能力的高能级创新平台，尤其是面向制造企业的高能级创新平台。着力支持

一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工程，支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牵头参

与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立足工业原始创新需求领域，推动各类国家实

验室进行空间布局和重组，分类分层构建梯次衔接、主体多元、特色分明的实验室体系。加快布

局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未来技术孵化的重点实验室和产业技术研究院。优先支持工业企业立足特

定关键技术攻关需求与高校、科研机构等联合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知识

主体与相关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需求对接机制建设。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等方面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

与此同时，“十五五”时期，应着重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面向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的衔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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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要素融通体系建设。第一，从国家实验室牵引各类技术创新主体形成的基础研究能力来看，

国家实验室需要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且聚焦学科前沿，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瞄准制造

强国建设过程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优化国家实验室

空间布局，并推进各类国家实验室持续开展相关基础研究，为产业创新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提供关键性知识供给和共性技术支持。第二，从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牵引的产业前沿技术创新

和原始创新能力来看，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培育一流创新型人才的同时，强化新兴产业创新

需求和未来产业孵化需求下的前沿技术探索和原始创新能力，深化面向“部属高校+地方高校”

“有组织科研”体系建设［15］，聚焦工业基础能力提升过程中的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和核心元器

件等方面的重大创新需求和技术瓶颈，因地制宜地针对产业技术短板开展高强度研发。第三，从

科技领军企业牵引的产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来看，需要强化科技领军企业持续性、常态化的研发政

策供给，形成支持科技领军企业战略性基础研究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常态化体制机制，进

一步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中的主导作用。第四，从共性技术

研发的扩散能力来看，支撑制造强国建设的科技创新体系是一种覆盖不同类型企业（如大中小企

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技术扩散体系。该体系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数字技术扩散特征，

形成以数字技术高度扩散赋能为目标的产业共性数字技术扩散体系、以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

目标的产业龙头数字企业牵引的数字赋能扩散体系。

（四）创新生态建设目标

在企业创新生态建设方面，“十五五”时期，应着重构建面向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

开放创新生态体制机制，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创新生态。一方面，积极引导工业企业创新

网络“有组织走出去”，避免极端环境下的海外创新网络集体封锁和打压；鼓励跨国公司深度参

与全球技术标准制定和全球科技治理，破除工业企业创新网络“走出去”、产业创新人才“引进

来”和产业区域分工协同创新的体制性障碍，以项目制为载体推动产业创新共享园区建设、构建

“基础研究区域联合制”，破除创新要素的区域分割等障碍，实现科技人才、科技项目和创新要素

共聚共享。另一方面，深入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程”，大力破除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制

度性障碍。在关乎国家科技安全和产业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适时强化产业链“链长制”

的安全治理责任，充分发挥大型工业企业的场景牵引作用，并强化产业链链主企业的技术引领和

创新生态整合作用，着力推动链主企业牵引的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建设，充分发挥链

主企业强链补链延链的重要作用。

五、“十五五”时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着力方向

（一）扭转宏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导向：打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并重的资源配置格局

“十五五”时期，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进规律、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坚持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第一，实现战

略导向型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型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型应用研究的有组织化。设立具有公私合营

性质的、专门负责基础研究的新型机构，有组织筛选和制定具有战略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型基础研究的“科学问题清单”，动态勾勒该类研究中的关键控制点，采用指导而非限制的方式

开展科学项目管理，确保科学项目组合实现短期、中期与长期项目的结合。针对产业化导向的基

础研究，鼓励产业链链长构建企业融通创新生态、产学研生态等，在知识网络、技术网络和市场

网络中，切实推进应用研究的市场化［16］。第二，加大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资助强度，优化

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鼓励探索”类科学问题的资助比例，适当延长此

类问题的资助期限，并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展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在优化基础学

科建设布局方面，面对科技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需要梳理且动态调整重点学科、新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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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的具体科目，加大对重点学科、新兴学科的支持力度，稳定对冷门学科

和薄弱学科的资金支持，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第三，建设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

常态化制度体系，适时推进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立法，以法治化、体系化为指引，推动基础研究经

费投入规模不断扩大、投入强度稳步提高。提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尤其是

稳步提高创新型企业参与甚至主导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着力完善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

和科研机构等对创新型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支撑衔接机制。

（二）夯实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人才基础：强化创新型领军人才和“强基计划”人才培育

创新型人才是企业开展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第一资源和关键要素。“十五五”时

期，应提升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加大创新型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全方位夯实科技领军企业和创

新型企业的人才基础。一方面，强化创新型领军人才引进，为其提供多样化、灵活性的人才管理

机制［17］。简化创新型领军人才引进程序，分类实施创新型领军人才引进计划；设立创新型领军

人才专项项目，一揽子解决创新型领军人才及其家属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营造创新型领

军人才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工作场景，探索员工跨组织部门工作所适用的管理协议，建立由跨组织

部门（如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成员组成的数字研发工作场所，以实现研发人员共享；探索

“流动性”“项目化”创新型领军人才管理模式，形成灵活的用人机制，允许创新型领军人才及其

团队在其原本归属的机构与其他单位之间自由流动，鼓励采用双重聘用、联合聘用、阶段性任

职、学术休假（反向休假）等多种形式，以满足其跨组织部门工作的要求，从而强化对创新型领

军人才的市场激励。另一方面，强化“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布局一批强基专业，扩大基础研究

人才培养规模，探索实施“入学有编、深造有项目、就业有支持”的改革试点工作。大力推进基

础研究类紧缺专业的人才培养，着力提升基础研究专业，尤其是面向国家战略导向、前沿探索性

专业的生源质量。在高中设立强基人才培养基地，开设先修课程，增强学生对强基相关基础学科

与专业的认知理解。鼓励创新型领军企业与研究型大学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探索推进紧缺型

强基专业的定向人才培养计划［18］。发挥强基计划的孵化器作用，立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

加快推动学科布局和学科调整，培养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型领军人才。

（三）优化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生态：营造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的国际开放创新生态

“十五五”时期，应提升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生态，既需要独立自

主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能力作为重要支撑，也需要积极打造国际开放创新生态，以实现知

识、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创新。中国企业应积极打造“以我为主，共生共赢”的国际

开放创新生态，以提高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竞争力，应对外部产业打压和技术封锁等不

确定性风险和挑战，以企业为主要载体推动国际科技合作范围不断扩大［19］。第一，积极推动创

新型企业“走出去”，支持中国创新型企业在全球建立研发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和海外联合实验

室等，扩大企业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范围。通过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不断扩

大海外研发创新中心规模，并以此牵引国内各类企业开展技术学习活动。第二，积极引导创新型

企业和国际科技组织联合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以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包括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类基础研究国际合作项目等。进一步支持企业科技人员在国际科技组

织中任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参与科技合作项目。第三，积极利用外资企业在中国科技创新生

态中的重要牵引作用，以外资企业为载体推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引进来”。以外资企业为基本

抓手，通过财税政策引导其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和人才交流中心等，扩大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

科技合作交流范围。

（四）培育关键性创新主体：建立隐形冠军企业库，构建龙头企业牵引的融通创新平台

隐形冠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是细分产业链条的关键性创新主体，也是“十五五”时期深度参

与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竞争的重要市场主体。“十五五”时期，需要把培育隐形冠军企业和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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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摆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位置。一方面，建立隐形冠军企业库，加强对隐形冠军企业的

政策支持。强化“单项冠军”计划和“小巨人”计划，分类建立“单项冠军”“小巨人”数据

库，优化“单项冠军”“小巨人”的筛选和识别标准。在重点产业和未来产业中，依据企业所在

产业链位置，确定可培育的隐形冠军企业，确定隐形冠军企业后备力量。强化对入库企业的动态

评估，实时剔除不符合标准的入库企业，制定翔实的培育计划，提供精准的培育服务。另一方

面，构建龙头企业牵引的融通创新平台。推动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集聚发展，构建“龙头企业+隐
形冠军企业”的融通创新生态圈。支持龙头企业发挥产业链链主的牵引作用，带动关联度高、协

同性强的隐形冠军企业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细分子链融通发展［20］。定向支持龙头企业与隐形冠军

企业组建融通创新联合体，鼓励龙头企业面向创新生态建立创新公地，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立产

业数字共享平台，向隐形冠军企业开放数字能力，实现创新资源、数据融通共享和优化配置。与

此同时，支持龙头企业与隐形冠军企业协同探索灵活的知识产权安排协议，建立操作性强、可定

制、灵活和合理的知识产权协议框架。激励各参与主体与机构共享数据、知识，进一步完善融通

创新机制，推动融通创新支持政策常态化。每年动态滚动支持产业链重点环节的龙头企业牵引中

小企业开展融通创新，实现产业链细分子链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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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YANG Zhen1，2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Summary：Currently, China is in the final year of implemen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simultaneously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15th Five‑Year Plan. Enterprises, as the principal actor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m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Faced with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andscap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 to expedite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in technology, it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ally assess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s and prominent challenges in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dentify the focal points and areas of emphasis in construc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systematically plan 
the key tasks in this endeavor.

This paper centers on enterprises, the key actors, and takes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main thread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opportunities,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that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fac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China. External opportunities primarily manifest in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provide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original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dditionally, the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objectively offer extensive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trade in technology. Regarding external challenges, the industrial pr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s supp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intensified, the innovation networks used by the US to suppress China are 
increasingly alliance‑bas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Meanwhile,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facing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R&D expenditure intensity in the allocation of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 
growing emphasis on basic research funding,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 increasing diversific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accelerating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whol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es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encounter problems such as distorted and mismatched innovation resources, a still‑weak global innovation ecosystem led by 
enterprises, and a significant constraint effect from the limited innovation capacity in key and core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further advancing the goal integration in construct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rectifying the orientation of macro‑leve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solidifying the talent 
foundation for enterprises’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ptimizing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system led by 
enterprises, and cultivating key innovative entities.
Key words：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R&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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